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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各國的國民所得提升，不僅與人力資本的增加有關，更與推動性別平

等息息相關。本研究以 2000、2005、2010、2015、2020 年各 100 多

個國家為樣本，運用 UNDP（2025）及行政院主計總處（2025）資料，

分析接受教育年數透過性別平等對國民所得之影響。研究顯示，五個

年度各國的受教育年數對國民所得具有直接正向顯著效果，以及

2000、2005、2010、2015、2020 年的性別平等在受教育年數與國民所

得之間發揮明顯的中介效果。也就是，性別平等之中介效果隨時間推

移而增強（由 0.10 上升至 0.16）。同時教育累積效益與性別平等對於

國民所得具有延遲的影響。本研究貢獻在於長期觀察全球的接受教育

年數與性別平等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各國除了人力資本累積之外，改

善性別平等可以更有效提升國民所得，提供政策制定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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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性別平等不僅是各國的基本人權，也是永續發展基礎。聯合國（United 

Nations [UN], 2015）提出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將性別平等列為重要目標之一。現有研究探討各國的受教育年數

對國民所得的影響，尤其以性別平等為中介變項相當少（Christie-Mizell, 

2006）。Sarangi 等人（2023）指出，性別平等與國家發展是任何經濟體維

持永續經濟成長的重要部分。因此，性別平等對於經濟發展相當重要。本

研究探討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及 2020 年 100 多個國家受

教育年數對於國民所得的影響之外，也探討性別平等在受教育年數與國民

所得之間是否具有中介效果？ 

  本研究所分析議題有其重要性：一是探討各國國民所得的影響因素，

突顯經濟發展仍有其價值性，國民所得是國家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也是

衡量性別平等的重要指標之一（UNDP, 2025），因此納入探究；二是各國

國民接受的教育年數反映出人力資本質量的重要指標，國民接受的受教育

年數愈長，代表有更多的知識與能力可以更多生存與選擇，這可以從人力

資本與經濟收入的關聯來支持。三是長期以來性別平等在國際間受到重

視。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2025）建構性別不平等指數（gender inequality index [GII]）來瞭解各國的

發展程度，就可以瞭解性別平等的重要性及價值性，因此本研究納入探討。 

  Diego 等人（2024）指出，開發中國家多數女性在社會角色及投入勞

動市場受限，因而國民所得較男性低，尤其是落後國家在此問題更嚴重。

它突顯出性別平等是目前國際的重要問題。Lips（2013）指出，各國的性

別經濟收入差距長期普遍存在，女性國民所得較低是社會及職場歧視所

致。這兩篇研究沒有討論性別平等在受教育年數與國民所得之間的重要

性。人力資本理論（human capital theory）支持教育投資對於個人及國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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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非經濟效益（Peet et al., 2015）。以此議題來說，國家教育投資有助

於社會的性別平等提高，以及國民所得提高。然而現有研究並沒有探究性

別平等在受教育年數與國民所得之間的中介角色。本研究探討 2000 年、

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及 2020 年 100 多個國家受教育年數對於國民所

得的影響、受教育年數對於性別平等的影響，以及性別平等在兩者之間的

中介效果。受教育年數是人力資本之重要指標，它是衡量擁有知識技能的

一部分，受教育年數愈多代表勞動者有較高的生產力，進而影響國民所得。

然而國民所得不僅受到人力資本影響，更與性別平等有關。本研究以性別

平等為受教育年數與國民所得之間的中介變項，主要考量性別平等環境讓

人感受到受尊重，讓勞動者願意投入勞動市場機會提高，同時在勞動市場

獲得平等待遇，更可以獲得更多經濟與非經濟效益。 

  本研究納入性別平等指數分析可以突顯，國家發展不單以經濟因素來

衡量，而且更可以看出教育發展、性別平等指數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

近年來臺灣的受教育年數、國民所得及性別平等指數可以蒐集到資料，因

此在研究之列。因此本研究以性別平等作為受教育年數和國民所得之間的

中介變項之原因，一方面是接受更多的教育可以提高性別平等觀念及作

為，另一方面因為國家教育年數擴充，代表對性別平等的重視與性別平等

環境改善，有助於投入勞動市場的人力增加，同時有益於這些勞動者的經

濟收入提高。 

  基於上述，性別平等是受教育年數與國民所得之間的重要中介因素，

然而 2000、2005、2010、2015 及 2020 年全球 100 多個國家的性別平等指

數在受教育年數與國民所得之間是否具有中介效果，需要經本研究分析。

選擇 2000 年為分析起始年在於 UNDP 自 1990 年起有 GII 統計數據，然而

2000 年國家有 GII 者較多；以每一年作為觀察年度在於年度相差年數短，

各國 GII 的成長變化不明顯，加上受教育年數及國民所得亦難有明顯增

長，因此以五年為間隔作為觀察的依據。此外，各國教育投資效果往往具

有時間遞延，因此應該考量進行滯後變項的分析模型，也就是把前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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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的受教育年數或性別平等納入當期（t）國民所得模型的分析，這更

能反映教育累積效益與性別平等制度化的延遲影響；同時也可探討性別平

等指數之中介變項的遞延作用，若性別平等指數提升，在若干年後才反映

於國民所得。本研究以每五年來估計延遲效果，稱為「延宕模式」，也就

是以 2000 年（2005/2010）的受教育年數，透過 2005 年（2010/2015）的性

別平等指數，間接對於 2010 年（2015/2020 年）的國民所得之影響。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如下：瞭解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及 2020

年全球 100 多個國家的受教育年數透過性別平等指數對國民所得之影響，

以掌握各年度的受教育年數對國民所得的直接效果，並分析性別平等指數

在受教育年數與國民所得之間的中介效果。同時在延宕模式，上述的直接

效果與中介效果的情形。 

 

貳、文獻探討 

一、性別平等在國家發展的重要 

  性別平等有益於男女在生活機會和公共參與，甚至可以提高國家發展

水準。UN（2015）提出 17 項 SDGs，性別平等為永續目標五，認為性別

歧視破壞社會結構與貶低人的價值。張芳全（2024）以性別平等觀點探索

國家發展，突破原先以經濟、教育、社會、科技、健康與幸福感分析，這

說明了性別平等可以詮釋各國的發展程度。Michal（2013）評估人力資本

和性別平等在解釋 11 個中歐經濟體的雙邊外國投資的重要性指出，促進人

力資本發展和性別平等是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因此該研究的重點關注該

地區，如果外國投資主要以低成本為導向，那麼在健康和教育機會的性別

不平等造成大量低薪工人，除非生產力水平沒有受到性別差異的嚴重阻

礙，否則這些工人會被剝削；同時女性在國會中的代表性是性別差距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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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面向，這也可能會影響外國投資者是否投資的決策參考。簡言之，

性別平等是基本人權和長期經濟福祉與繁榮的優先事項，是應該正視的重

要問題。 

  受教育年數與國民所得是衡量性別平等重要指標（UNDP, 2025）。已

開發國家屬於開放社會，較重視兩性平等，因而男女性國民所得較為平等

（張芳全，2020）。Thévenon 與 Del Pero（2015）以 1960 年至 2008 年 30

個國家數據分析指出，女性教育程度相對於男性高，對國民所得成長有正

向顯著影響，此一情形在不同時期區分仍具有高度穩定性，同時教育程度

對經濟成長具有影響力。Heath 與 Jayachandran（2016）指出，近年來大多

數開發中國家有兩個重要趨勢是女性勞動參與率上升和入學率的性別差距

縮小，他們指出女性教育程度提高原因包括就業機會增加和促進女童教育

的政策介入；女性就業率上升是因為國家以體力型產業轉向服務業，以及

提高女童教育水準政策有關。也就是說，性別平等使得女性教育和勞動力

供給增加，也對對女性福祉有所影響。 

  總之，性別平等在經濟、教育、社會等國家發展有其重要；國家愈先

進，男女性社會地位劣勢及就業歧視愈少，性別愈平等。這說明性別平等

對國家發展具有重要角色。 

二、全球各地理區域及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發展 

  減少性別不平等是全球關注的重大政策議題，也是永續發展目標之

一。然而 2000 至 2020 年全球各地理區域及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的受教育年

數、性別平等指數及國民所得的成長各多少？UNDP（2025）提出的人類

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在 0 至 1.0，國家分為極高度

HDI 國家（very high human development）（.80 以上）、高度 HDI 國家（high 

human development）（.70 至.799）、中度 HDI 國家（medium human 

development）（.55 至.699）及低度 HDI 國家（low human development） 

（在.549 以下）來瞭解不同發展程度及在各區域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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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教育年數 

  表 1 看出 2000 年至 2020 年之間極高 HDI 國家、高度 HDI 國家、中

度 HDI 國家及低度 HDI 國家的受教育年數各增加 1.47 年、2.10 年、2.38

年、1.28 年；不同地理區域以阿拉伯國家的 2.94 年最高，歐洲及中亞洲國

家的 1.75 年最低。世界的平均受教育年數增加 1.62 年。顯然，不同發展程

度及不同地理區域的受教育年數都有提高。 

 

表 1 

2000 至 2020 年各地理區域及不同發展程度國家受教育年數 

變項/年代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2020-2000 

極高 HDI 國家 10.94 11.37 11.76 12.04 12.41 1.47 

高度 HDI 國家 6.42 7.05 7.52 8.01 8.52 2.10 

中度 HDI 國家 4.18 4.63 5.15 5.78 6.56 2.38 

低度 HDI 國家 2.76 3.38 3.64 4.07 4.04 1.28 

阿拉伯國家 5.10 5.69 6.39 7.27 8.04 2.94 

東亞及大洋洲國家 6.06 6.69 7.15 7.62 8.10 2.04 

歐洲及中亞洲國家 8.87 9.32 9.84 10.22 10.62 1.75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海國家 
6.63 7.25 7.82 8.39 9.00 2.37 

南亞洲國家 4.33 4.83 5.29 5.90 6.55 2.22 

薩哈拉非洲國家 4.06 4.58 5.04 5.55 5.94 1.88 

世界平均 7.03 7.48 7.84 8.23 8.66 1.62 

資料來源：整理自 UNDP（2025）。 

 

（二）國民所得與性別平等指數 

  表 2 看出 2000 年至 2020 年極高 HDI 國家、高度 HDI 國家、中度 HDI

國家及低度 HDI 國家的國民所得各增加 10,447.31 美元、9,200.97 美元、

3,535.66 美元與 847.55 美元；而不同地理區域以薩哈拉非洲國家的 1,290.04

美元最少，東亞及大洋洲國家的 12,114.68 美元最多。在性別平等指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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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2000 年至 2020 年極高 HDI 國家、高度 HDI 國家、中度 HDI 國家各

提高 0.14、0.09、0.13；不同地理區域以南亞洲的 0.20 提升最多，東亞及

大洋洲國家的 0.07 提升最少，世界平均提升 0.10。顯然，不同人類發展程

度及地理區域的性別平等指數及國民所得成長都有提高趨勢。 

 

表 2 

2000 至 2020 年各地理區域及不同發展程度國家國民所得與性別平等指數 

變項/年代 2000 2005 2010 2020 2023 2020-2000 

國民所得       

極高 HDI 國家 38051.29 42167.76 44042.43 47633.62 48498.61 10447.31 

高度 HDI 國家 6910.37 8738.47 11701.84 14173.46 16111.34 9200.97 

中度 HDI 國家 3151.55 3866.29 4913.20 6106.03 6687.21 3535.66 

低度 HDI 國家 2079.39 2354.82 2621.46 2775.34 2953.94 874.55 

阿拉伯國家 12979.20 14476.78 14734.59 15649.64 14840.66 1861.46 

東亞及大洋洲國家 4727.77 6674.13 10081.55 13602.38 16842.45 12114.68 

歐洲及中亞洲國家 10196.90 13520.27 15891.30 18862.97 20431.49 10234.59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海國家 
14155.96 14843.75 16969.25 18143.51 16165.31 2009.35 

南亞洲國家 3604.92 4436.85 5549.53 6518.25 7301.59 3696.68 

薩哈拉非洲國家 2915.02 3408.02 3880.14 4345.82 4205.05 1290.04 

世界平均 12673.48 14255.40 15800.08 17607.74 18407.33 5733.85 

性別平等指數       

極高 HDI 國家 0.72 0.76 0.79 0.83 0.86 0.14 

高度 HDI 國家 0.57 0.60 0.61 0.64 0.66 0.09 

中度 HDI 國家 0.34 0.38 0.42 0.44 0.47 0.13 

低度 HDI 國家 - 0.35 0.38 0.40 0.42 - 

阿拉伯國家 0.34 0.37 0.41 0.45 0.46 0.12 

東亞及大洋洲國家 0.61 0.63 0.63 0.65 0.68 0.07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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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0 至 2020 年各地理區域及不同發展程度國家國民所得與性別平等指數（續） 

變項/年代 2000 2005 2010 2020 2023 2020-2000 

歐洲及中亞洲國家 0.60 0.65 0.69 0.73 0.77 0.17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海國家 
0.52 0.55 0.57 0.59 0.61 0.09 

南亞洲國家 0.32 0.39 0.44 0.48 0.52 0.20 

薩哈拉非洲國家 0.35 0.38 0.40 0.42 0.43 0.08 

世界平均 0.44 0.48 0.50 0.52 0.54 0.10 

資料來源：整理自 UNDP（2025）。 

 

三、受教育年數、性別平等與國民所得之相關研究 

  許多研究探討受教育年數、性別平等與國民所得之相關，說明如下： 

（一）受教育年數與性別平等 

  教育可以提升性別平等觀念。接受教育機會愈多，受教育年數愈長對

於國家的性別平等提升有幫助。張芳全（2012）分析男女教育機會差距發

現，多數開發中國家的男性教育機會高於女性，已開發國家男女教育機會

相近或女性教育在學率高於男性；國家經濟愈好會縮減男女教育在學率差

距。Sen（1987）指出，發展是一種功能與機會的擴充。他認為，個體擁有

更多的能力，就可以進行更多的選擇、增加生活機會與參與公共事務，進

而提高生活質樣。國家發展之歷程中，國民受教育年數提高，對於國民生

活能力擴展有助益。接受育年數代表從接受教育自我實現，受教育年數提

高，增加國家人力資本，也對於性別平等有助益。Mina 與 McGillivray 

（2015）利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北非和中東國家數據，探討教育領域的

性別不平等對人均國民所得的影響，使用兩個性別不平等指標：小學教育

中女性與男性入學率差距，以及中學教育中女性與男性入學率差距結果表

明，小學和中學教育的性別不平等對經濟收入有統計顯著負面效應，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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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非和中東國家；在相對開放經濟體中，教育領域的性別不平等似乎具

有正面效應，這表明貿易雖然有助於提高經濟收入，但也可能伴隨更大不

平等。整體而言，減少性別不平等和實現普及初等教育的重視有充分理由。

Bui 等人（2018）指出，性別不平等對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它限制勞

動市場的發展並削弱婦女的賦權，並探討性別不平等對開發中國家外國投

資的影響，以 1992 年至 2011 年亞太地區 27 個開發中國家資料分析發現，

性別平等在吸引外國投資流入開發中國家發揮著重要作用，性別愈平等國

家，愈能吸引外國投資。Jayachandran（2015）探討國家發展過程之中的性

別差距縮小機制發現，雖然經濟發展與性別不平等之間關係可以用發展過

程來解釋，但是社會發展的特定因素也發揮作用；許多貧窮國家的文化規

範加劇對男性偏好，諸如父系社會和對女性純潔的關注，有益於解釋印度

和中國的性別比例偏向男性，以及印度、中東和北非等地區的女性就業率

低。 

  總之，許多研究支持教育程度愈高，愈會重視性別平等權益，可以帶

動性別平等觀念，提高性別平等。這提供本研究假設的依據。 

（二）教育發展與國民所得 

  國民所得是衡量國家發展的重要指標，而教育投資對於經濟發展有明

顯貢獻。張芳全（2023）分析指出，2000 年 175 個國家每增加教育年數一

年可以提高 11.2%的國民所得；2020 年提升至 16.6%。Tansel 與 Gungor

（2013）以 1975 年至 2000 年土耳其資料研究指出，女性教育程度對穩態

勞動生產力及經濟發展有顯著正向影響，而男性教育對穩態勞動生產力為

正向影響但沒有達到統計的顯著水準。Peet 等人（2015）以 1985 年至 2012

年 25 個開發中國家分析指出，開發中國家平均教育收益率為 7.6%，其中

女性教育收益率高於男性，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區的教育收益率高於亞洲和

東歐國家。 

  總之，受教育年數愈長，對賺取國民所得有助益。教育投資有助於人

力資本提高，提高國民所得。這提供本研究假設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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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別平等與國民所得 

  性別愈平等與受教育年數愈長的國家，國民所得會愈高（UNDP, 

2025）。Galor 與 Moav（2004）認為在國家發展過程中，人力資本是經濟

成長主要引擎，在國家發展過程中，性別不平等對經濟成長提升有負面影

響。Arora（2012）以教育和醫療衛生服務取得情形作為性別不平等替代指

標，分析印度各邦的性別不平等和邦的開放程度結果發現，在印度地方層

面，人均國民所得愈高，性別不平等程度愈低；然而在一些高經濟收入的

邦，性別不平等非常嚴重，在開放度指數較高的邦，性別不平等程度較高。

Busse 與 Spielmann（2006）以 92 個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為樣本，探

討性別不平等與貿易流動之間的國際連結發現，性別薪資不平等與以勞動

密集型產品為主呈正相關，即性別薪資差距較大的國家，此類產品的出口

量較高；勞動活動率和教育程度的性別不平等與勞力密集產品為主亦呈負

相關。Eastin 與 Prakash（2013）研究經濟發展與性別平等之間關係，藉由

庫茲涅茨曲線（Kuznets curve）概念，假設經濟發展與性別不平等之間關

係呈曲線，並分為三個不同階段，第一階段是經濟發展促進性別平等，性

別平等提高女性的勞動參與，人力資本機會賦予女性更高的政治和社會認

可；第二階段是勞動分層和性別歧視導致男女收入軌跡分化，這降低女性

退出勞動市場的機會成本，並抵制社會對性別規範，初期性別平等進步減

緩；最後階段是隨著教育參與度提高和技術進步為女性提供就業機會，促

進社會制度和規範，克服先前歧視，性別平等再次得到改善，以 1980 年至

2005 年 146 個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與性別平等關係分析支持這論點，當

人均國民所得低於 3 萬美元，經濟發展對性別平等有正向影響；超過這水

準後，經濟發展與性別平等改善減緩，經濟發展對性別平等影響取決於發

展程度。這研究說明了性別平等與國民所得有關聯。Hakura 等人（2016）

的分析發現，性別不平等指數（GII）愈高，經濟成長愈不佳，也就是性別

愈不平等，經濟成長愈不佳，尤其在低收入國家。Amin 等人（2015）探討

107 個國家資料發現，性別不平等加劇了減緩經濟成長，尤其是貧窮國家，



張芳全 接受教育年數和國民所得關係之跨國研究：以性別平等為中介變項的縱貫觀察 73 

而富裕國家沒有這種關係。 

  基於上述，性別平等對經濟收入有影響，性別愈不平等，可以賺取國

民所得愈少；反之，性別平等可以提高國民所得。這提供研究假設檢定依

據。 

三、性別平等指數在受教育年數與國民所得之間中介變項

論證 

  近年來性別平等和國民所得及人力資本有關研究不少。教育提高性別

平等，而此種性別平等對於國家經濟發展有助益。在教育發展對於性別平

等提升方面，Klasen（2002）以跨國資料分析發現，教育的性別不平等，

減少了人力資本直接影響經濟成長；性別不平等透過投資和人口成長間接

影響經濟成長。Seguino（2000）研究半工業化出口導向國家發現，國民生

產毛額成長與性別工資不平等呈正相關。Qing（2020）指出，中國大陸根

深蒂固文化規範的性別角色觀念影響女性經濟收入，然而對男性經濟收入

沒有顯著影響。 

  然而教育發展透過性別平等間接影響經濟發展方面，Minasyan 等人

（2019）對教育性別不平等與人均經濟成長之間關聯統合分析發現，將男

性與女性教育為單獨共變量顯示，女性教育與經濟成長的相關性高於男性

教育與經濟成長的相關性；以教育性別差距（男女比率）作為解釋變數顯

示，經濟成長與教育性別平等之間效果值為.25。可見女性對於經濟發展的

貢獻高於男性。Falk 與 Hermle（2018）的研究發現，性別平等與經濟發展

呈現顯著正相關，上述變項予以整併為綜合指數與人均國民所得取對數的

影響係數為.67，此綜合指數與性別平等指數的相關係數為.56；區分經濟發

展和性別平等單獨影響分析發現，在性別平等指數條件下，性別平等與人

均國民所得取對數之間有正向顯著關聯，反之亦然。Fisher 與 Naidoo 

（2016）分析 47 個國家 689,000 多個家庭，製作性別不平等地圖發現，男

性戶主家庭財富平均比女性戶主家庭多 13%，農業用地平均多 303%，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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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和各地區存在高度不平等現象。Girón 等人（2024）以 2000 年至 2019

年 34 個亞洲及非洲國家的資料分析發現，教育面向、經濟活動和就業的性

別平等對國家國民健康產生顯著正向影響。也就是國家教育投資，提高了

性別平等，進而提高國內生產總值和外國投資的成長。 

  總之，教育會提高性別平等觀念，國家會更重視性別平等。受教育年

數是人力資本之一，它不僅直接對國民所得的影響，而且也透過性別平等

指數影響國民所得。上述作為本研究假設檢定的依據。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圖中探討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及2020 年100多個國家的受教育年數透過性別平等間接對於國民所得的

影響，包括分析受教育年數對國民所得的直接影響，以及受教育年數透過

性別平等對國民所得間接影響之中介效果。研究中並以每五年的「延宕模

式」，也就是以 2000 年（2005/2010）的受教育年數透過 2005 年（2010/2015）

的性別平等指數間接對於 2010 年（2015/2020 年）的國民所得之影響。受

教育年數是人力資本替代指標，透過性別平等間接影響國民所得。研究假

設如下： 

    H1： 五個年度各國的受教育年數對性別平等有直接影響效果。 

    H2： 五個年度各國的性別平等對國民所得有直接影響效果。 

    H3： 五個年度各國的受教育年數對國民所得有直接影響效果。 

    H4： 五個年度各國的受教育年數透過性別平等對國民所得影響具中介

效果。 

    H5： 各國的先前年度受教育年數透過後來年度的性別平等對國民所得

影響具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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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 

 

 

 

 

 

 

 

 

 

 

二、變項測量 

（一）受教育年數 

  它是指一個國家國民接受正規教育的平均受教育年數。本研究依

UNDP（2025）所對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及 2020 年 100

多個國家之 25 歲以上的國民接受正規教育平均年數，不包括非正規教育之

界定。以年為單位。此數值愈高代表接受受教育年數愈長，人力資本愈高；

反之，受教育年數愈短，人力資本素質愈低。 

（二）國民所得 

  它是指一個國家在一定時間的國民投入勞務所賺取的經濟報酬。本研

究以 UNDP（2025）在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及 2020 年 100

多個國家的國民所提供生產勞務活動，因而獲得的經濟報酬總額之平均

值，以美元為單位。此數值愈高，代表國家平均的經濟收入愈高；反之，

經濟收入愈少，國民所得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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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別平等指數 

  它是指一個國家在男女在社會不同面向受到合理及尊重對待的情形。

本研究以 UNDP（2025）在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及 2020

年對 100 多個國家建構的 GII 為依據，測量內容包括男女性的預期壽命、

未成年女性生育率、男女性經濟收入、男女性勞動參與率、男女性政治參

與率、男女性教育機會等指標所建構指數，它的數值在 0 與 1.0 之間。UNDP

原本稱為性別不平等指數，分數愈高，性別愈不平等。本研究以 1.0 減去

GII，轉換為分數愈高，各國的性別愈平等。 

三、研究對象與資料來源 

  本研究以 UNDP（2025）發布的受教育年數、國民所得及 GII，而臺

灣方面的資料取自行政院主計總處（2025）。各國在不同年代的 GII 數據

有些缺乏，因此在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及 2020 年各有 124

個、143 個、155 個、161 個及 170 個國家。 

四、資料處理 

  本研究在資料處理方法如下： 

  首先，以描述統計，包括平均數與標準差、偏態及峰度來瞭解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及 2020 年 100 多個國家的受教育年數、性

別平等指數、國民所得的次數分配情形。 

  其次，以積差相關來計算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及 2020

年 100 多個國家受教育年數、國民所得、性別平等之間的相關性。 

  第四，以迴歸分析在檢定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及 2020

年 100 多個國家的受教育年數對國民所得影響。為了瞭解性別平等在受教

育年數與國民所得之間的中介效果，以及每五年的「延宕模式」，即 2000

年（2005/2010）的受教育年數透過 2005 年（2010/2015）的性別平等指數

間接對於 2010 年（2015/2020 年）的國民所得之影響。模式設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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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一：Y 性別平等指數 =a + b1（受教育年數）+ e 

    模式二：Y 國民所得 = a + b1（受教育年數）+ e 

    模式三：Y 國民所得 = a + b1（受教育年數）+ b2（性別平等指數）+ e 

  模式一的 Y 代表性別平等指數，模式二及三的 Y 代表國民所得；b1 與

b2 為估計參數，a 為常數項，e 為誤差項。迴歸分析會評估資料常態性、變

異數同質性、線性的基本假定。三個模式都以拔靴法（Bootstrap Method）

檢定五個年度的受教育年數透過性別平等指數對國民所得影響的中介情

形，依 Hayes（2022）設計的 PROCESS 軟體之模式 4，以 5,000 次疊代重

複取樣獲得中介效果平均值及 95%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 [CI]），

若 95%CI 不包含 0 代表具有中介效果；如果所得到的間接效果值之 95%CI

內有包括 0，代表沒有中介效果；如果所獲得的間接效果值之 95%CI 不包

括 0，代表中介效果；若是直接效果值的 95%CI 內包括 0，代表沒有直接

效果，而有中介效果。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值的 95%CI 內都不包括 0，總

效果值的 95%CI 內不包括 0，代表有中介效果。 

 

肆、結果與討論 

一、各變項的描述統計及資料評估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及 2020 年 100 多個國家描述統計

如表 1 所示，以 2000 年來說，受教育年數最長國家為 12.96 年，最少為 1.16

年，平均值為 7.24 年；國民所得最低為 703.21 美元，最高為 153,445.05

美元，平均為 17,949.94 美元；性別平等指數最低為 0.19，最高為 0.94，平

均為 0.58。臺灣的受教育年數、國民所得及性別平等指數各為 10.95 年、

13,379.00 美元、0.93。在常態性方面，國民所得、受教育年數與性別平等

指數之偏態係數的絕對值都小於 3，各變項的峰度絕對值都小於 10，符合

常態分配條件（Kline, 2016）如表 3。 



78 教育行政與評鑑學刊 

 

表 3 

2000、2005、2010、2015 及 2020 年各變項的描述統計 

變項/統計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 峰度 臺灣 

2000 受教育年數 1.16 12.96 7.24 3.18 -0.17 -1.05 10.95 

2005 受教育年數 1.34 13.70 7.70 3.24 -0.23 -0.98 11.60 

2010 受教育年數 1.11 13.85 8.16 3.27 -0.28 -0.97 12.10 

2015 受教育年數 1.44 14.08 8.65 3.20 -0.42 -0.85 12.34 

2020 受教育年數 1.34 14.26 9.11 3.15 -0.49 -0.72 12.39 

2000 國民所得 703.21 153445.05 17949.94 22863.54 2.44 7.78 13379.00 

2005 國民所得 930.38 132908.27 19895.90 23642.14 2.00 4.24 14673.00 

2010 國民所得 967.70 140777.04 20850.02 23169.64 2.02 5.07 19278.00 

2015 國民所得 735.36 131894.17 22191.92 23423.86 1.83 4.01 22400.00 

2020 國民所得 791.06 175851.49 22496.46 24490.30 2.25 8.12 29649.00 

2000 性別平等 0.19 0.94 0.58 0.19 0.13 -1.08 0.93 

2005 性別平等 0.23 0.95 0.60 0.20 0.15 -1.17 0.93 

2010 性別平等 0.23 0.95 0.61 0.19 0.12 -1.19 0.94 

2015 性別平等 0.18 0.97 0.63 0.20 0.04 -1.00 0.94 

2020 性別平等 0.18 0.99 0.66 0.20 -0.07 -0.96 0.96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及 2020 年 100 多個國家的國民所

得、受教育年數與性別平等指數之相關係數如表 4 看出，以 2000 年來說，

國民所得與性別平等指數之相關係數為.60（p < .001），而國民所得與受教

育年數之相關係數.57（p < .001），這些相關係數大致屬於中度正相關。其

他年度的相關程度亦相近，屬中度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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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國民所得、受教育年數與性別平等指數之相關係數矩陣 

年 度 

變 項 

2000 2005 

1 2 3 1 2 3 

1國民所得 -   -   

2受教育年數 .57*** -  .60*** -  

3性別平等指數 .60*** .78*** - .65*** .80*** - 

年  度  2010   2015  

1國民所得 -   -   

2受教育年數 .63*** -  .66*** -  

3性別平等指數 .68*** .80*** - .71*** .80*** - 

年  度  2020     

1國民所得 -      

2受教育年數 .69*** -     

3性別平等指數 .79*** .82*** -    

***p < .001. 

 

  在變項之間的線性情形方面，2020 年 170 個國家的受教育年數與國民

所得之間的關係如圖 2 所示，右上角有線性解釋變異量各為.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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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70 個國家受教育年數與國民所得之線性散布情形 

 

 

  圖 3 為 2020 年 170 個國家的性別平等指數與國民所得之間散布情形，

其解釋變異量為.618。上述來看，這些變項與國民所得之間在空間散布大

致呈直線。 

 

圖 3 

170 個國家的性別平等指數與國民所得之線性散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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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資料獨立性方面，五個年度的模式之 Durbin-Watson 係數值在 1.91

至 1.96 之間，小於 2.0，代表投入變項之間沒有自我相關情形。在變異數

同質性方面，受教育年數與國民所得、性別平等指數與國民所得之淨殘差

散布，各觀察值殘差大致沿著 0 橫線上下隨機散布，代表變項之變異數同

質性高。此外，五個年度的極端值方面，模式一僅 2 個標準殘差高於 3.0，

模式二及模式三僅有 3 個標準殘差高於 3.0。基於此，資料符合迴歸分析假

定可以分析。分析結果如下。 

二、受教育年數與性別平等指數對國民所得影響（同一年

度結果） 

（一）受教育年數對性別平等指數的影響 

  迴歸分析的模式一結果如表 5 所示，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及 2020 年各有 100 多個國家的受教育年數對性別平等指數影響的 F 值

都達 p < .001，代表這五個模式適配，五個年度的受教育年數對性別平等指

數都是正向影響，代表受教育年數愈長，性別平等指數愈高，這五個年度

的受教育年數對國民所得之解釋變異量在.62 至.67 之間。 

 

表 5 

五個年度的受教育年數對性別平等指數影響之迴歸分析結果（模式一） 

變項/參數 b 標準誤 β t 值 p 值 LLCI ULCI 

2000 年        

常數 0.18*** 0.03  6.07 .001 0.12 0.25 

受教育年數 0.05*** 0.03 .79 13.97 .001 0.04 0.06 

F 值 195.11***       

R² .62       

2005 年        

常數 0.21*** 0.03  7.78 .001 0.16 0.26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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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五個年度的受教育年數對性別平等指數影響之迴歸分析結果（模式一）（續） 

變項/參數 b 標準誤 β t 值 p 值 LLCI ULCI 

受教育年數 0.05*** 0.001 .79 15.61 .001 0.04 0.05 

F 值 243.75***       

R² .63       

2010 年        

常數 0.23*** 0.03  8.72 .001 0.17 0.28 

受教育年數 0.05*** 0.001 .79 16.22 .001 0.04 0.05 

F 值 263.16***       

R² .63       

2015 年        

常數 0.21*** 0.03  7.83 .001 0.16 0.27 

受教育年數 0.05*** 0.001 .79 16.56 .001 0.04 0.05 

F 值 274.23***       

R² .63       

2020 年        

常數 0.20*** 0.03  7.53 .001 0.15 0.25 

受教育年數 0.05*** 0.001 .82 18.65 .001 0.05 0.06 

F 值 347.84***       

R² .67       
*** p < .001 

 

（二）受教育年數對國民所得的影響 

  本研究以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及 2020 年各 100 多個

國家的受教育年數對國民所得影響的迴歸分析（模式二）如表 6 所示，五

個模式的 F 值之 p < .001，代表五個模式都適配。受教育年數對於國民所

得為正向顯著影響（p < .001），代表受教育年數愈長，國民所得愈高，對

國民所得的解釋變異量在.32 至.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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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五個年度的受教育年數對國民所得影響之結果（模式二） 

變項/參數 b 標準誤 β t 值 p 值 LLCI ULCI 

2000 年        

常數 -1.24*** 0.19  -6.69 .001 -1.61 -0.88 

受教育年數 0.17*** 0.02 .57 7.56 .001 0.12 0.21 

F 值 57.18***       

R² .32       

2005 年        

常數 -1.35*** 0.17  -8.15 .001 -1.68 -1.02 

受教育年數 0.17*** 0.02 .57 8.98 .001 0.13 0.21 

F 值 80.58***       

R² .36       

2010 年        

常數 -1.45*** 0.16  -9.06 .001 -1.76 -1.13 

受教育年數 0.18*** 0.02 .58 9.96 .001 0.14 0.21 

F 值 99.18***       

R² .39       

2015 年        

常數 -1.68*** 0.16  -10.34 .001 -2.00 -1.36 

受教育年數 0.20*** 0.02 .66 11.13 .001 0.16 0.23 

F 值 123.79***       

R² .44       

2020 年        

常數 -1.77*** 0.15  -11.53 .001 -2.07 -1.46 

受教育年數 0.19*** 0.02 .69 12.17 .001 0.16 0.23 

F 值 01.78***       

R² .47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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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教育年數與性別平等指數對國民所得的影響 

  如果以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及 2020 年各 100 多個國

家的受教育年數與性別平等指數對國民所得的影響（模式三）如表 7 所示，

五個年度的性別平等對於國民所得有正向顯著影響（p < .001），前四個年

度的受教育年數對國民所得有明顯影響（p < .05），然而 2020 年則否；兩

個變項對國民所得的解釋變異量在.38 至.63，最大 VIF 值為 3.02，沒有多

元共線性問題。 

  上述各模式來看，模式一的受教育年數對於性別平等指數有正向顯著

影響；模式二的受教育年數對國民所得有直接顯著影響（p < .001），然而

模式三在前四個年度受教育年數對於國民所得有直接影響效果，2020 年沒

有直接顯著影響，而五個年度的性別平等指數對於國民所得都有顯著影響

（p < .001）。基於上述，性別平等指數可能具有中介效果。本研究進一步

以拔靴法來檢定其效果量。 

 

表 7 

五個年度的受教育年數與性別平等指數對國民所得影響之結果（模式三） 

變項/參數 b 標準誤 β t 值 p 值 LLCI ULCI 

2000 年        

常數 -1.59*** 0.20  -7.87 .001 -2.00 -1.19 

性別平等 1.90*** 0.53 .41 3.59 .001 0.85 2.94 

受教育年數 0.07* 0.03 .24 2.10 .05 0.00 0.14 

F 值 37.84*       

最大 VIF 2.54       

R² .38       

2005 年        

常數 -1.80*** 0.19  -9.65 .001 -2.16 -1.43 

性別平等 2.14*** 0.49 .46 4.39 .001 1.18 3.1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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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五個年度的受教育年數與性別平等指數對國民所得影響之結果（模式三）（續） 

變項/參數 b 標準誤 β t 值 p 值 LLCI ULCI 

受教育年數 0.07* 0.03 .24 2.28 .05 0.01 0.13 

F 值 55.17***       

最大 VIF 2.58       

Adj-R² .47       

2010 年        

常數 -1.99*** 0.18  -10.96 .001 -2.34 -1.63 

性別平等 2.38*** 0.46 .49 5.14 .001 1.47 3.30 

受教育年數 0.07* 0.03 .23 2.43 .05 0.01 0.12 

F 值 71.04***       

最大 VIF 2.45       

Adj-R² .48       

2015 年        

常數 -2.19*** 0.18  -12.42 .001 -2.53 -1.84 

性別平等 2.38*** 0.44 .49 5.46 .001 1.52 3.25 

受教育年數 0.08** 0.03 .27 2.98 .01 0.03 0.13 

F 值 87.988***       

最大 VIF 2.48       

Adj-R² .53       

2020 年        

常數 -2.39*** 0.15  -15.93 .001 -2.68 -2.09 

性別平等 3.12*** 0.38 .69 8.25 .001 2.37 3.87 

受教育年數 0.03 0.02 .12 1.44 .15 -0.01 0.08 

F 值 137.68***       

最大 VIF 3.02       

Adj-R² .62       
* p < .05  

** p < .01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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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受教育年數與性別平等指數對國民所得的影響（延宕

年度結果） 

（一）受教育年數對性別平等指數的影響 

  經過迴歸分析的結果如表 8 所示，2000 年（2005，2010 年）的受教育

年數對 2005 年（2010 年，2015 年）的性別平等指數影響的 F 值都達 p 

< .001，代表三個延宕模式適配，先前年度的受教育年數對後來年度的性別

平等指數都是正向顯著影響，代表先前年度國家之國民接受教育年數愈

長，後來年度的性別平等指數愈高，三個延宕模式的受教育年數對國民所

得之解釋變異量在.62 至.64 之間。 

 

表 8 

受教育年數對性別平等指數的影響（模式一）（延宕結果） 

變項/參數 b 標準誤 β t 值 p 值 LLCI ULCI 

2000 年        

常數 0.23*** 0.03  8.69 .001 0.18 0.28 

受教育年數 0.05*** 0.03 .79 15.16 .001 0.04 0.06 

F 值 229.77***       

R² .62       

2005 年        

常數 0.24*** 0.03  9.60 .001 0.19 0.29 

受教育年數 0.05*** 0.003 .79 16.02 .001 0.04 0.05 

F 值 256.47***       

R² .63       

2010 年        

常數 0.24*** 0.03  9.68 .001 0.19 0.29 

受教育年數 0.05*** 0.003 .80 16.93 .001 0.04 0.05 

F 值 286.46***       

R² .64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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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教育年數對國民所得的影響 

  本研究以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的受教育年數分別對於 2010 年、

2015 年、2020 年國民所得影響的迴歸分析（模式二）如表 9 所示，三個模

式的 F 值之 p < .001，代表模式都適配。受教育年數對於後來年度的國民

所得為正向顯著影響（p < .001），代表先前年度的國家受教育年數愈長，

對後來年度的國民所得也會愈高，對國民所得的解釋變異量在.42 至.53。 

 

表 9 

受教育年數對國民所得的影響（模式二）（延宕年度結果） 

變項/參數 b 標準誤 β t 值 p 值 LLCI ULCI 

2000 年        

常數 -1.34*** 0.14  -8.97 .001 -1.64 -1.05 

受教育年數 0.19*** 0.02 .58 10.04 .001 0.15 0.22 

F 值 77.00***       

R² .53       

2005 年        

常數 -1.47*** 0.16  -9.45 .001 -1.78 -1.16 

受教育年數 0.19*** 0.02 .62 10.55 .001 0.16 0.23 

F 值 112.42***       

R² .42       

2010 年        

常數 -1.54*** 0.14  -11.05 .001 -1.82 -1.27 

受教育年數 0.19*** 0.02 .62 11.94 .001 0.16 0.22 

F 值 142.60***       

R² .47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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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教育年數與性別平等指數對國民所得的影響（延宕年度結果） 

  如果以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的受教育年數與性別平等指數（2005

年，2010 年及 2015 年）對 2010 年、2015 年、2020 年國民所得的影響（模

式三）如表 10 所示，受教育年數與性別平等指數對於後來年度的國民所得

有正向顯著影響（p < .001）；兩個變項對國民所得的解釋變異量在.52

至.58，最大 VIF 值為 2.81，沒有多元共線性問題。 

  上述三個延宕模式來看，模式一的受教育年數對於性別平等指數有直

接顯著影響；模式二的受教育年數對國民所得有直接顯著影響，模式三的

受教育年數與性別平等指數對於國民所得有顯著正向影響。也就是在延宕

模式之中，性別平等指數可能有中介效果，進一步以拔靴法檢定效果量。 

 

表 10 

受教育年數與性別平等指數對國民所得的影響（模式三）（延宕年度結果） 

變項/參數 b 標準誤 β t 值 p 值 LLCI ULCI 

2000 年        

常數 -1.90*** 0.17  -11.29 .001 -2.24 -1.57 

性別平等 2.43*** 0.43 .53 5.60 .001 1.58 3.29 

受教育年數 0.07* 0.03 .23 2.40 .02 0.02 0.12 

F 值 77.00*       

最大 VIF 2.41       

Adj-R² .57       

2005 年        

常數 -2.03*** 0.18  -11.02 .001 -2.39 -1.66 

性別平等 2.29*** 0.47 .46 4.91 .001 1.37 3.22 

受教育年數 0.09*** 0.03 .28 3.01 .003 0.03 0.14 

F 值 76.11***       

最大 VIF 2.81       

Adj-R² .52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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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受教育年數與性別平等指數對國民所得的影響（模式三）（延宕年度結果）（續） 

變項/參數 b 標準誤 β t 值 p 值 LLCI ULCI 

2010 年        

常數 -2.15*** 0.16  -13.68 .001 -2.46 -1.84 

性別平等 2.53*** 0.40 .55 6.37 .001 1.75 3.31 

受教育年數 0.07*** 0.02 .25 2.86 .005 0.02 0.11 

F 值 109.40***       

最大 VIF 2.41       

Adj-R² .58       
* p < .05  

** p < .01  
*** p < .001 

 

四、拔靴法檢定的中介效果 

  本研究以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及 2020 年 100 多個國

家的受教育年數為投入變項，以性別平等指數為中介變項，以國民所得為

結果變項之檢定結果如表 11 所示。以 2000 年來說，受教育年數透過性別

平等指數對國民所得的間接效果之 95%CI 為 0.01 至 0.19，不包括 0（p 

< .001），總效果的 95%CI 為 0.12 至 0.21 不包含 0，直接效果的 95%CI

為 0.01 至 0.14 不包含 0，此條路徑之中，性別平等指數具有中介效果，表

示2000 年100多個國家的受教育年數透過性別平等指數提升女性國民所得

具有中介效果；2005 年、2010 年及 2015 年的性別平等指數同樣具有中介

效果；然而 2020 年的受教育年數對於國民所得沒有顯著直接效果，受教育

年數透過性別平等指數對國民所得的間接效果之 95%CI 為 0.12 至 0.21，

不包括 0（p < .001），總效果的 95%CI 為 0.16 至 0.23 不包含 0，直接效

果的 95%CI 為-0.01 至 0.08 包含 0，此條路徑，性別平等指數也具有中介

效果。如果以三個延宕模式來看，性別平等指數在受教育年數及國民所得

之間都具有中介效果，就以 2000 年的受教育年數透過 2005 年性別平等指

數對於 2010 年的國民所得具有 0.12 的中介效果量。其他的延宕模式亦接

近這效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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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受教育年數透過性別平等指數對國民所得影響之拔靴法檢定結果 

效果/數值 係數 標準誤 t 值 p 值 LLCI ULCI 

2000 年       

總效果 0.17 0.02 7.56 .001 0.12 0.21 

直接效果 0.07 0.03 2.10 .04 0.01 0.14 

間接效果 0.10 0.04 3.47 .001 0.01 0.19 

2005 年       

總效果 0.17 0.02 8.98 .001 0.13 0.21 

直接效果 0.07 0.03 2.28 .02 0.01 0.13 

間接效果 0.10 0.04 4.22 .001 0.01 0.19 

2010 年       

總效果 0.18 0.02 9.96 .001 0.14 0.21 

直接效果 0.07 0.03 2.43 .02 0.01 0.12 

間接效果 0.11 0.04 4.89 .001 0.03 0.19 

2015 年       

總效果 0.20 0.02 11.13 .001 0.16 0.23 

直接效果 0.08 0.03 2.98 .01 0.03 0.13 

間接效果 0.12 0.04 5.17 .001 0.02 0.19 

2020 年       

總效果 0.19 0.02 12.17 .001 0.16 0.23 

直接效果 0.03 0.02 1.44 .15 -0.01 0.08 

間接效果 0.16 0.02 7.54 .001 0.12 0.21 

2000 延宕模式       

總效果 0.17 0.02 10.04 .001 0.15 0.22 

直接效果 0.07 0.03 2.40 .017 0.01 0.12 

間接效果 0.12 0.04 3.00 .03 0.05 0.20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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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受教育年數透過性別平等指數對國民所得影響之拔靴法檢定結果（續） 

效果/數值 係數 標準誤 t 值 p 值 LLCI ULCI 

2005 延宕模式       

總效果 0.19 0.02 10.55 .001 0.16 0.23 

直接效果 0.09 0.03 3.02 .003 0.03 0.14 

間接效果 0.10 0.04 2.25 0.04 0.02 0.19 

2010 延宕模式       

總效果 0.19 0.02 11.94 .000 0.16 0.22 

直接效果 0.07 0.02 2.86 .005 0.02 0.12 

間接效果 0.12 0.03 4.00 .000 0.05 0.19 

 

五、綜合討論 

  本研究以 UNDP（2025）發布的受教育年數、國民所得及 GII，而臺

灣在這方面的資料取自行政院主計總處（2025）的資料，探討受教育年數

透過性別平等指數對國民所得影響。本研究特色如下：（一）探討 2000

年以來五個年度 100 多個國家國民所得的影響因素，樣本範圍廣泛反映全

球趨勢，數據具高度代表性和參考價值。（二）探討各國的受教育年數和

國民所得之間，性別平等指數的中介效果是現有研究欠缺。受教育年數對

經濟發展有其直接影響作用，還進一步研究跨國的性別平等指數在受教育

年數與國民所得之間的中介作用，有助於瞭解近年來全球性別平等在教育

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重要性。（三）本研究以性別平等納入探討，重視了性

別平等在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價值，呼應 Sen（1987）以人的價值及能

力的國家發展重點，發現五個年度的性別平等在受教育年數和國民所得之

間，隨著年度往後都具有中介效果。（四）本研究結論顯示提高性別平等

的價值性，對各國在制定相關政策具有實務參考價值，適用於開發中國家

或性別平等環境仍待改善國家。針對結果討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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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教育年數對性別平等影響的討論 

  本研究從模式一發現，五個年度各國的受教育年數對性別平等指數有

直接影響效果，接受 H1。這與 Mina 與 McGillivray（2015）、Bui 等人 

（2018）、Jayachandran（2015）的研究發現一樣。代表各國的受教育年數

提高，改變了國民的性別平等觀點，因而使得性別平等指數提高。UNDP

（2005）的統計數據指出，2000 年至 2020 年之間，全球極高 HDI、高度

HDI、中度 HDI 及低度 HDI 國家在受教育年數各提高 1.47 年、2.10 年、

2.38 年、1.28 年；而極高 HDI 國家、高度 HDI 國家、中度 HDI 國家性別

平等指數各提高 0.14、0.09、0.13。這說明了不同發展程度國家改善性別平

等，社會重視性別平等，對於女性的歧視減少，所以在 2000 年、2005 年、

2010 年、2015 年及 2020 年 100 多個國家的受教育年數提高，社會整體的

性別平等意識提升，因此讓性別平等指數提高。 

（二）性別平等指數對國民所得影響的討論 

  本研究從模式三來看，五個年度各國的性別平等指數對國民所得有直

接顯著影響。接受 H2。這與張芳全（2023）、Hill 與 King（1995）的研究

發現一致。由於近年來各國促進性別平等政策，尤其 UN（2015）的 SDGs

第五項目標掃除性別不平等，已成為各國重要的參考依據，因此各國對於

性別平等愈來愈重視，所以它對於國民所得有其價值。從各年度的模式三

之性別平等指數對於國民所得的影響，隨著年度往後愈來愈高就可以看出

其重要性。從模式三來看，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及 2020

年 100 多個國家加入受教育年數與性別平等指數之後，前四個年度的受教

育年數對於國民所得有顯著影響，然而 2020 年受教育年數對國民所得就沒

有直接影響，受教育年數的重要性為性別平等逐漸取代，也就是性別平等

指數取代了重要性。這從模式二的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 100

多個國家的受教育年數對於國民所得都有顯著正向影響，在模式三多加入

性別平等指數之後，2020 年的受教育年數對於國民所得影響就消失。這正

說明近年來 UN 的 SDG5 掃除性別不平等，已成為各國重要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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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逐漸有及成效，可見性別平等相當重要。加拿大與丹麥運用政策及立法

方式來讓薪資透明，縮小性別薪資差距（Baker et al., 2019; Bennedsen et al., 

2022）。Vaccaro 等人（2024）指出德國於 2017 年實施《薪資透明法》（Pay 

Transparency Law）縮小性別薪資差距，針對雇主要求公開薪資結構，員工

有權要求獲得公平的薪資，他們以德國代表性企業樣本全職員工資料，研

究性別薪酬差距和就業情況變化表明，《薪資透明法》僅在中型企業（員

工人數在 200 至 499 人之間）設有職工委員會和集體談判協議情況下，才

能有效縮小原始性別薪資差距；在缺乏這些機構情況下，沒有職工委員會

和集體談判協議的企業在實施平等薪資法案後，無法解釋性別薪資差距。

這結果凸顯職工委員會和集體談判協議在推動同工同酬政策的重要性。此

外，中歐、東歐和南歐國家的市場競爭往往弱於北歐和西歐國家，這使得

歧視性招募做法可行性降低；如果有更激烈產品市場競爭可以降低雇主僱

用低薪女性，反過來提高女性相對於男性市場薪資水平（Becker, 1971）。

許多研究支持產品市場競爭會縮小性別薪資差距（Black & Brainerd, 2004; 

Hirsch et al., 2014）。換言之，更多的產品在市場中競爭，可以促進女性參

與勞動市場的機會，進而提高她們的經濟收入，縮小性別的經濟差距。 

（三）受教育年數對國民所得直接影響效果的討論 

  本研究從模式二來看，五個年度各國的受教育年數對國民所得有直接

影響效果。接受 H3。支持人力資本理論論點，教育投資之後，提高經濟收

入。這與 Knowles 等人（2002）、Peet 等人（2015）、Tansel 與 Gungor

（2013）的研究發現一樣。這部分原因可以理解是國家教育投資之後，國

民知識與能力和技術改善，生產力提高，因而改變傳統生產觀念及能力，

增加賺取國民所得機會及能力，因此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

及 2020 年 100 多個國家的受教育年數對國民所得有直接明顯的影響。 

（四）受教育年數透過性別平等對國民所得影響具中介效果的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五個年度各國的受教育年數透過性別平等對國民所

得影響具有中介效果。接受 H4。如同第一及第二項的討論，各國的人力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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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效益隨著年度往後，教育擴充而逐漸減小，而各國性別平等的重視與改

善之後所產生重要的效果。模式三加入性別平等指數之後，前四個年度受

教育年數對國民所得有顯著影響，2020 年的受教育年數對國民所得沒有影

響。其原因包括：一是各國的受教育年數對國民所得的影響逐漸被性別平

等所削弱。若沒有考量性別平等，直接以受教育年數對國民所得分析，在

此種情形之下，教育投資對於國民所得有提升效果，這是人力資本理論重

要論點。這論點在模式二的受教育年數對於國民所得為顯著正向影響相

同。也與張芳全（2023）、Knowles 等人（2002）、Peet 等人（2015）、

Tansel 與 Gungor（2013）的研究發現相近。然而將性別平等作為受教育年

數和國民所得之間的中介因素，此時受教育年數逐漸被性別平等取代，這

說明性別平等的重要。二是近年來各國教育擴充太快參見表 1，接受教育

年數提高，如果過量擴充，教育投資效益會降低（Hartog, 2000），因而受

教育年數對於國民所得影響效果逐漸減少。三是 Pritchett（2001）研究顯

示，勞動力教育水準提高帶來的人力資本與勞動者產出之間沒有關聯，主

因是許多低度發展國家的教育素質及環境不佳，以致提高受教育年數難以

促進經濟成長；Pritchett 指出二十多年前發現開發中及低度發展國家的教

育無法創造高品質人力資本，至目前仍是問題。UNDP（2025）統計顯示，

2020 年極高與低度 HDI 國家平均受教育年數各為 12.41 年及 4.04 年，相差

7.29 年，歐洲及中亞洲國家的受教育年數為 10.62 年，較為落後的薩哈拉

非洲國家僅有 5.94 年，這兩個地區相差 4.68 年，因而低度發展國家的受教

育年數對於國民所得影響力有限。四是勞動市場的人力供需失衡，接受教

育者的勞動供給擴大，而需求減少或經濟發展停滯，教育邊際利益迅速下

降，就是過量教育所致（Devereux & Fan, 2011）。 

（五）受教育年數透過性別平等指數對國民所得影響具中介效果（延宕模式）

的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三個年度受教育年數透過性別平等指數對後來年度

的國民所得影響具有中介效果。接受 H5。然而從同一年度及延宕年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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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介效果來看，性別平等指數的中介效果差異不大。然而可以確定的是，

各國的人力資本效益隨著年度往後，教育擴充進而影響各國後來的性別平

等，提高了性別平等，間接再影響國民所得。上述是人力資本理論重要論

點，在延宕模式中的受教育年數對於國民所得為顯著正向影響，與張芳全

（2023）、Knowles 等人（2002）、Peet 等人（2015）、Tansel 與 Gungor

（2013）的研究發現相近。在受教育年數後的五年之性別平等指數，再延

後五年國民所得之間的中介因素，此時受教育年數並沒有被性別平等指數

取代，這說明在延宕模式中，受教育年數與性別平等指數同等重要。上述

結果反映了各國的教育累積效益與性別平等制度化的延遲影響，更支持各

國性別平等指數的遞延作用，也就是說，各國在性別平等指數提升，在若

干年後也有提高國民所得作用。 

  總之，在沒有考量性別平等時，受教育年數對國民所得有提升作用，

但是在考量性別平等指數為中介變項，對國民所得間接影響具有中介效

果。同時在延宕模式一樣有這種情形。這說明性別平等指數對於提高國民

所得的重要。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五個年度各國的受教育年數對性別平等指數、性別平等指數對國民所

得，以及受教育年數對於國民所得有直接低度影響效果 

  本研究結果揭示，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及 2020 年 100

多個國家的受教育年數對性別平等指數有直接影響效果；性別平等指數對

國民所得有直接顯著影響，以及受教育年數對於國民所得有直接影響效

果，此效果屬於低度效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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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五個年度各國的受教育年數透過性別平等指數對國民所得影響從具有

部分中介效果到具完全中介效果 

  本研究結果發現，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及 2020 年 100

多個國家的受教育年數透過性別平等指數對國民所得影響具有中介效果。

各年度的性別平等指數都屬於低度效果量，其中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2020 年為都具有中介效果。 

（三）各國的教育累積效益與性別平等制度化對於國民所得具有延遲影響 

  本研究結果發現，各國的教育累積效益與性別平等制度化的延遲影

響，代表各國性別平等指數之中介變項的具有遞延作用，也就是說，各國

在性別平等指數提升，在若干年後也有提高國民所得的作用。 

二、建議 

（一） 中低度發展國家應持續提供教育機會，提高國民受教育年數，而高度所

得國家應以改善教育品質，以提高性別平等與國民所得 

  結論一指出，五個年度各國的受教育年數對性別平等指數、性別平等

指數對國民所得，以及受教育年數對於國民所得有直接影響效果。這說明

各國在受教育年數的維持及延長有其重要，對於提升性別平等與國民所得

提升助益。尤其中低度發展國家應持續提供教育機會，擴充受教育年數，

而高度所得國家應從改善教育品質，以提高性別平等與國民所得。 

（二） 各國尤其是中低度發展國家應改善阻礙性別平等不良措施，建立更完善

的性別平等環境，以提升國民所得 

  結論二指出，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及 2020 年 100 多個

國家的受教育年數透過性別平等指數對國民所得影響具有中介效果，以及

結論三指出，各國的教育累積效益與性別平等制度化的延遲影響。代表性

別平等指數不僅在同年度在受教育年數與國民所得之間的重要；同時在跨

年度延宕之後，仍然對於國民所得有提升效果。因此各國，尤其是開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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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或低度發展國家，應改善阻礙性別平等的措施與環境，建立更良善的

性別平等社會，以提高國民所得。 

（三）未來研究建議 

  未來研究建議包括：1.可以從不同年度對此議題繼續的長期追蹤探

討，本研究僅以一次運用五個年度及滯後五年的探討，看到這五個年度各

國的受教育年數對於國民所得的影響，以及性別平等指數具有中介效果，

未來可以用不同年代的資料進行分析。2.可以區分不同發展程度國家探

討，本研究以 140 個國家探討，未來可依據不同 HDI 程度、經濟發展程度、

不同地理區域、不同文化環境的國家分析，以瞭解不同發展程度及地理區

域或不同政經與文化環境之性別平等指數是否仍在受教育年數和國民所得

之間具有中介效果。3.本研究以線性迴歸模型估計受教育年數對國民所得

與性別平等指數之影響。然而長期發展資料往往呈現邊際報酬遞減或曲線

成長趨勢，例如圖 3 呈現 170 個國家的性別平等指數與國民所得之線性散

布情形。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檢驗模型的曲線關係，分析可擴展至性別平等

指數對國民所得，以檢視性別平等改善是否在高水準後趨於飽和。4.未來

研究可考量利用結構方程模型的成長曲線分析，估計性別平等指數、受教

育年數與國民所得的非線性成長。5.針對單一國家長期追縱研究，本研究

以全球 100 多個國家分析，未來研究可以針對單一國家瞭解在性別平等指

數在受教育年數與國民所得之間的關係，透過單一國家長期資料的分析，

可以提出該國的政策方案參考，例如以臺灣為主的分析提供政策制定依

據。6.未來研究可針對不同變項，如性別薪資差距、性別政治參與差異、

性別教育機會差異等納入中介變項分析，更能瞭解國際間的受教育年數透

過性別平等指數對於國民所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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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ears of schooling, gender 

equality, and national income across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in 2000, 

2005, 2010, 2015, and 2020. Using data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2025) and Taiwan’s 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2025), the analysis investigat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gender equality on the impact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n national income. Results indicate that years of schooling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direct effect on national income in all five years. 

Moreover, gender equality consistently mediates t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mediating effect strengthening over time (from 0.10 to 0.16). Findings also 

reveal that the cumulative benefits of education and improvements in 

gender equality exert delayed effects on national income. This study 

contributes by providing long-term, cross-national evidence that, beyond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enhancing gender equality can more 

effectively promote national income, offering empirical guidance for 

polic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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